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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与CO2的物理化学性质差异明显，排放总量大、来源分散、跨行业特征明显；在我国承诺2035年
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减排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背景下，开展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兼有挑战性和紧迫性。本文梳理了

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形势，辨析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过程与形成机理、排放监测与核算方法、减排与

资源化利用技术及措施、减排路径与治理策略等关键管控要素。提出了以系统治理为导向的管控思路，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

体纳入统一治理范畴，构建“一体、两翼、三层架构、四类支撑”的总体治理框架，实施涵盖各类气体、主要行业、减排与

经济社会发展、国内与国际等维度的一体化协同治理策略，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治理的路径创新。可在加强顶层设计与制

度建设、强化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激发市场活力与产业创新、布局全球议程与国际合作等方面采取积极行动，加快完善我

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治理体系，推动全面温室气体减排并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关键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全面温室气体减排；管控要素；系统治理；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F407.2；F416.2 文献标识码：A

Systematic Governance of non-CO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China

Zhang Bo 1, 2, Yang Yanlun 1, Xing Yixin 3, Gao Junlian 3*, Liu He 4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2. Institute for Green Management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ntinental Shale Oil, Daqing 163712,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Non-carbon dioxide (CO2) greenhouse gases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from CO2, with 
large total emissions, dispersed sources, and obvious cross-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commitment 
to the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target of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cross the entire economy by 2035, controlling 
non-CO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ecomes both challenging and urgen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situation of non-CO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ontrol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key control elements, including emission processe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emission monitoring and accounting methods, emission reduc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measures, as well as 
emission reduction pathway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Moreover, the study proposes a management approach guided by systematic 
governance, incorporating non-CO2 greenhouse gases into a unified governance framework. Additionally, an overall governance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one body, two supporting wings, a three-tier architecture, and four types of support” is constructe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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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and coordinative governance strategy covering various gases, major industries, emission reduc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are implemented, with a focus on path innovation in governance 
enabl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ive actions can be taken in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alent support, stimulating market vitality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planning global 
agenda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se efforts aim t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in China’s non-CO2 greenhouse gas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e comprehensiv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deep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Keywords: non-CO2 greenhouse gases; comprehensiv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control elements; systematic governa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前言

实现温室气体的全面和深度减排成为全球性的

重大挑战。碳中和的本质是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与

清除取得整体性平衡，因而在 CO2减排以外，更

需要大幅削减包括 CH4、N2O、含氟气体（HFCs、

PFCs、SF6、NF3）在内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1]。

CH4是仅次于CO2的第二大升温因子，累计排放已

致约0.5 ℃的全球升温[2]；但CH4在大气中的寿命较

短，减排CH4会在较短时间内产生明显的大气CH4

浓度减缓效果[3]。N2O具有超过 100年的大气寿命，

可对位于平流层的臭氧层产生破坏效应。含氟气体

排放规模不大，但全球增温潜势（GWP）值极高，

对气候系统具有放大效应。对比温室气体排放总体

格局中的占比可知，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温升贡

献更为突出，相应变化趋势将显著影响全球温控目

标的路径与碳预算空间，需要推进CH4等温室气体

的深度减排[3~5]，同步取得空气质量改善等协同

效益[6]。

近年来，人为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治理

上升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以来，CH4等温室气

体管控从相对边缘的补充性议题转变为国际气候谈

判的核心议题。美国、欧盟联合发起“全球甲烷承

诺”，加拿大、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均将多

种温室气体纳入气候治理战略或规划[7~9]，强化油气

行业CH4泄漏监管、农业与废弃物领域温室气体减

排等的政策宣示[10,11]。《蒙特利尔议定书》框架下通

过的《基加利修正案》提出，各国应逐步削减

HFCs的生产和使用[12]。在《巴黎协定》《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约束下，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

排的履约要求、报告与审评机制、责任分配等问题

持续获得国际关注，尽管各国实质性的政策推动、

行动落实等仍处于博弈与演化过程中。

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规模大、结构

复杂，相关减排行动具有紧迫性。“十四五”时

期，持续强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政策与行动

部署[7]。《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将 CH4治理正

式纳入国家气候治理体系，《关于促进企业温室气

体信息自愿披露的意见》《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

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国家方案（2025—

2030年）》《工业领域氧化亚氮排放控制行动方案》

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

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的新一轮国家自主

贡献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向所有温室气体协同

减排的战略转型任务。整体上，管控非二氧化碳温

室气体事关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目标的实现，也

将对全球气候治理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与CO2排放相比，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

放的研究与治理实践明显滞后。现有研究集中于单

一气体（以CH4为主）[13~15]、单一部门[16,17]或技术层

面[18,19]的排放清单编制与减排策略分析，而在排放

机理认知、核算与监测方法、减排与资源化利用技

术、政策工具设计等方面存在不足[20]。能源领域的

相关研究覆盖了煤矿瓦斯排放、天然气全产业链的

CH4逃逸排放、移动源排放[21]。农业领域的相关研

究多关注畜牧业、水稻种植的CH4排放，农业种植

与化肥施用的N2O排放，尤其是典型排放源的时空

特征、影响因素与演变态势[22]。此外，废弃物处置

的温室气体排放、工业过程的含氟气体排放等也得

到关注，如分析了CH4、N2O排放在空气质量协同

治理中的作用[17]；部分研究量化了特定政策对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长期影响[14]，将不同类型温

室气体纳入综合气候评估模型以衡量对温控目标的

贡献度[23]。然而，从单一角度或局部出发的论

述[22]，并不能系统把握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

制问题的全貌。

在实施层面，开展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

制受数据、方法、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影响[24~27]。

如沿用以CO2为主线的治理路径，容易掩盖甚至忽

002



中国工程科学

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性，导致CH4等

气体处于分散且碎片化的治理定位与规划状态，构

成与CO2减排和污染物治理有机融合的障碍，不利

于减污降碳工作的统一规划、科学推进、高效协

调。一旦出现“顾此失彼”“此降彼升”等治理失

衡问题，将在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现、碳市

场有效运行、国际履约压力、产业转型成本、综合

治理效率等方面构成更大的现实风险，可能错过最

佳治理时机甚至延误治理效果，进而付出更高的经

济成本和社会代价。鉴于此，本文立足温室气体减

排面临的新形势，从排放特征、管控要素、现实需

求出发，采取系统治理视角来审视非二氧化碳温室

气体排放管控问题，提出系统治理构思，提供科学

决策参考。

二、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形势

（一）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格局

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来看，人为源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具有与CO2显著不同的规模、

结构与趋势特征。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源

类型多样、整体规模突出、行业结构复杂，减排重

要性凸显[28,29]。CH4主要来自化石能源开采利用、农

业生产、废弃物处理等环节，N2O主要与农田氮肥

施用、化学工业生产过程相关，含氟气体与制冷、

空调、泡沫、气溶胶等工业制品或化学品的全生命

周期密切相关。

我国正式公布了 9个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

清 单 （1994 年 、 2005 年 、 2010 年 、 2012 年 、

2014 年、2017 年、2018 年、2020 年、2021 年）。

2010年以来的各年份清单中温室气体构成情况如

图1所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是我国温室气体排

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为 2.686×109 tCO2-eq，占当年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的18.9%（CH4、N2O、含氟气体的占比分别

为 11.6%、3.9%、3.2%）。从趋势看，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在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体格局中的占比持

续上升，2017—2021年的累计增长率约为 11.36%，

高于同期CO2排放（9.44%）。同时，各类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演变路径差异显著，CH4、N2O

排放增速趋缓，而含氟气体排放快速增长（2010—

2021年累计增幅为171.76%）。

最近的 4个年份人为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

放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能源活动、农业活动的排

放贡献度分别从 2017年的 37.15%、38.56%下降到

2021 年的 33.81%、34.74%，而工业过程的排放贡

献度从 2017年的 15.17%增长到 2021年的 22.99%。

废弃物处理相关的排放变化较小，占比保持稳定。

CH4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占比从2017年

的 68.78% 下降到 2021 年的 62.2%，而含氟气体的

占比从 2017年的 10.37%增长到 2021年的 17.24%。

N2O排放小幅增长，占比稳定在20%左右。

行业性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研究结果

表明，农业部门是重要的 CH4、N2O 排放来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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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家清单中人为源温室气体排放构成情况
注：数据来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四次两年更新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国家清单中未纳入NF3，

故图中并未给出NF3排放；统一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100年水平的各类温室气体GWP值计算图中数据，

不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相关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2021年的总量为3.1×107 tCO2-eq，贡献度为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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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温室气体排放自 20世纪 80年代起经历了“快

速增长 ‒ 增速放缓 ‒ 趋稳波动”的发展阶段，形成

了“稻田 ‒ 反刍动物 ‒ 畜禽粪污”主导的排放格

局；其中，畜牧养殖、稻田耕作构成的CH4排放占

比超过70%，而N2O排放主要来自种植业并与化肥

施用强度同步。能源系统的CH4排放结构随着能源

转型而发生变化，如煤炭开采的CH4排放自2015年

起逐步下降[31]并受到排放因子、煤炭产量波动的直

接影响，油气系统CH4泄漏由 1990年的 0.5 Tg/a上

升至2022年的4 Tg/a，非常规天然气开发成为新的

排放增长因素[32]。重化工业、制冷电子产业的HFCs、

PFCs 排放量维持高位，而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

污水处理的CH4和N2O贡献自2020年起被高分辨率

清单识别并纳入温室气体的设施级清单编制与收支

预算。行业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体系正在转向多气

体、全链条覆盖[30]。

区域性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清单在一定程度上

呈现“东重西轻、南稻北煤”的空间分布格局，核

算精度已从省级向网格化、设施级跃迁[30]。全国尺

度的排放持续遵循“胡焕庸线”分隔特征，70%以

上的CH4、N2O集中于以东部地区，以华北平原、四

川盆地、长江中下游为热点并持续30年[16]。2000—

2021年的省级N2O清单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

排放强度为西部地区的 2~3倍[33]。晋陕蒙煤炭主产

区的煤矿瓦斯排放较为突出[34]，川渝产气区的天然

气产业链CH4排放较为突出[32]。在农业源中，稻田

CH4排放集聚在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16]，反刍动

物肠道CH4排放集中于西北牧区，如新疆、内蒙古

等省份的畜牧区CH4排放年均增速为5%~8%[35]。受

产业聚集效应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氟化工行业

排放突出，高端制造相关含氟气体排放主要位于长

江三角洲（长三角）、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驱

动下的废弃物处理源贡献度逐步提升，垃圾填埋

场、污水管网的CH4排放多分布于重点城市及周边

区域[36]。区域排放清单还受到政策治理的影响，如

东北地区稻田CH4在2009—2018年因禁烧政策与耕

作方式调整而下降 12%~18%[37]。此外，我国HFCs

等含氟气体排放快速增长且空间分布差异显著，随

表1　国家清单中人为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单位：×108 tCO2-eq)

时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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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活动

废弃物处理

合计

能源活动

工业生产过程

农业活动

废弃物处理

合计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总量

8.96

3.66

9.3

2.2

24.12

9

4.15

9.12

2.29

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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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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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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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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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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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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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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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HFCs

—

1.63

—

—

1.63

—

2.03

—

—

2.03

—

2.73

—

—

2.73

—

3.36

—

—

3.36

PFCs

—

0.21

—

—

0.21

—

0.23

—

—

0.23

—

0.22

—

—

0.22

—

0.23

—

—

0.23

SF6

—

0.66

—

—

0.66

—

0.72

—

—

0.72

—

0.93

—

—

0.93

—

1.03

—

—

1.03

分领域占比

37.15%

15.17%

38.56%

9.12%

100%

36.64%

16.90%

37.13%

9.32%

100%

35.04%

20.19%

35.66%

9.12%

100%

33.81%

22.99%

34.74%

8.47%

100%

注：数据来源及处理方式与图1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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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国家方案（2025—2030 年）》正式实施，

“HCFCs淘汰+HFCs削减”并行推进，含氟气体排

放增速有望逐步放缓。

整体上，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

结构、时间演化、空间分布特征与地区资源禀赋、

农业和能源生产格局、工业产业聚集、城市消费水

平、自然地理因素等深度耦合，与以化石燃料使用

为主的CO2排放源存在明显差异。跨部门、多环节

的排放格局，使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源具有显

著的异质性和分散性。

（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面临的挑战

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格局具有复杂

性，开展管控工作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当前的现实

困难主要有数据基础与“可监测、可报告、可核

查”（MRV）能力薄弱，驱动机制复杂且趋势不确

定，减排潜力与成本边界不清，预测与路径优化研

究不足，政策风险评估缺位[7]。

一是数据基础与MRV支撑能力薄弱。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源分散、过程性强，对MRV的

依赖程度高于CO2。在多部门、多气体条件下针对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开展MRV体系建设，存在方

法不同、数据缺口、核算不确定性等方面的突出问

题，影响政策执行与效果核验。对多源排放过程的

精细刻画受制于活动水平与排放因子的数据质量及

透明度。

二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排放趋势高度不确定。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受能源结构调整、农业生

产方式、工业品生产周期、城镇化进程等因素的耦

合驱动，不同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差异

明显。面向国情实际，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

达峰与下降路径对政策组合高度敏感，具有相当的

情景依赖性[38]。

三是减排潜力与费用效益边界不清。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技术减排、措施减排的潜力评估普遍具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会对政策强度选择、减排路径

排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36,39,40]。既有研究梳理了我国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选项、部门贡献、中长期

潜力，但技术可达性、扩散速度、成本假设具有较

大的差异，导致边际减排成本与优先序结果存在不

一致的情况。CH4减排方向的研究较深入，依然存

在潜力可观但路径不清的结构性困境。在含氟气体

方面，“替代 ‒ 回收 ‒ 全生命周期管理”策略运用将

对减排成本和效果产生关键影响[41]。

四是减排进程模拟与路径优化研究支撑不力。

在气候政策模拟与综合评估模型方面，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多被简化处理，所得结论难以支撑多气体

协同减排的精细化决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

放轨迹与减排选项虽受到关注，但与CO2相关研究

相比，在跨部门联动、政策组合优化、动态情景校

准方面存在明显缺口甚至空白[29]，直接制约政策工

具从方向性迈向可计算、可比较、可校核。

五是政策实施的潜在风险与外溢效应评估不

足。实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涉及农业投入

与产出体系调整、能源系统监管与合规成本消化、

工业制冷剂替代与回收体系建设等，需要权衡粮食

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韧性，确保治理措施的可

接受性与稳健性。因此，减缓政策评估需要兼顾可

行性、经济成本、社会影响，避免因实施条件约

束、非市场化、主观性分配导致政策失灵甚至逆向

反弹，相关风险识别与治理协同需求呈上升趋势。

三、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的关

键要素

（一）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与形成机理

跨圈层、多介质过程是大气环境问题系统治理

的核心科学问题[42]，也是开展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精准管控的重要科学基础。然而，CH4、N2O排放

涉及大气、陆地生态系统、水体、人类活动系统之

间的复杂耦合，形成机理与响应机制方面的基础认

知不足，制约了多尺度排放核算、归因、趋势研判

的可靠性。

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大气化学过程对环境条件变

化高度敏感，需要探究相应的主导作用机制。CH4

排放变化可能源于永久冻土融解等自然系统变化、

湿地微生物过程增强，也可能与化石能源消耗、农

业排放增长、大气羟基自由基清除能力变化有关，

自然源和人为源交织并导致排放归因高度复杂[43]。

N2O的产生主要涉及土壤硝化和反硝化过程，但不

同模型对环境因子、微生物机制的表征能力差异显

著，导致模拟的N2O通量结果面临较大分歧[44]。

气候效应评估与大气化学模式也是机理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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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GWP指标虽然广泛使用，但在不同时间尺

度和情景下的适用性与数值（影响各类温室气体的

统一计量与清单地位研判）仍存在争议；在处理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时，综合评估模型多采用简化假

设，难以刻画非线性过程和短期升温效应[19]。大气

化学模式和地球系统模型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反

应机制、寿命估计、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参数化等方

面仍有改进空间。

CH4和 N2O 排放源类型多样、空间分布复杂、

与气候系统的互馈机制不明，在自然源和人为源的

识别与定量归因时需进一步降低清单的不确定性。

稳定同位素方法在混合源区域解析方面能力有限，

观测网络分布不均匀也制约了国家尺度上的排放核

算和验证。

（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与核算方法

排放监测与核算方法体系是开展清单编制的基

础、厘清人为源排放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前提。排

放源识别不精确、核算方法存在误差、排放因子适

用性受限[45]、观测网络与数据体系薄弱，共同构成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核算与监测的主要不确定性来

源，导致 MRV 体系面临实施成本、数据一致性、

精度控制等挑战。

在遥感监测方面，我国虽已发射碳卫星、“高

分五号”卫星开展CO2和CH4监测，但公开数据的

可用性、空间分辨率、业务化产品的连续性仍待提

升。相比之下，欧洲航天局的Sentinel-5P卫星、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OCO-2/OCO-3卫星、加拿大

GHGSat卫星均具备对区域排放甚至CH4点源泄漏

的识别能力[46,47]。遥感反演精度、点源识别能力的

增强，直接提升多尺度排放核算结果的可靠性。

在地面观测方面，我国高精度温室气体观测站

点布局较为稀疏，缺乏统一协调的长期运行机制。

基于高精度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的全球碳柱总量

观测网具有较高精度且运行稳定，而我国仅有少数

站点接入，难以充分捕捉重点排放区域的时空变化

特征[48]。与发达国家建立的“天空地”一体化、多

尺度监测体系相比，我国在地基观测支撑国家排放

核算方面存在短板。

在核算方法学层面，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具有间歇性、脉冲性特征，传统的监测方法在时空

代表性方面存在局限。不同核算方法之间存在系统

性差异，导致不同研究之间的排放估算结果难以直

接对比。IPCC指南提供了Tier1/Tier2方法，但对发

展中国家情境的适用性受限，如农业、废弃物等部

门的默认排放因子不确定度甚至超过±50%。加快

构建本地化排放因子库是提升核算准确性与清单质

量的关键因素。

此外，多源数据融合能力影响核算精度。开展

高分辨率的排放监测，需综合卫星遥感、地面观

测、无人机巡测、大气传输模型的信息，而数据格

式、时间尺度、空间分辨率上的差异使多源数据融

合与同化面临方法学层面的挑战[49,50]。观测数据共

享机制缺失、统一平台建设滞后，进一步限制了不

同尺度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动态排放的评估能力。

（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及措施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取决于相关技术

与措施的推广应用。不同类型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

体减排技术，在成熟度、管理措施、适用条件上存

在差异明显。长期以来，我国在煤矿CH4减排与回

收利用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低浓度瓦斯

销毁与梯度利用的技术经济性不足。发达国家在农

业领域CH4、N2O减排方面已形成一定的技术积累，

而我国实施相关减排仍依赖传统的管理措施，对新

型饲料添加剂、硝化抑制剂、稻田协同减排等技术

的研发与规模化应用重视不够[51,52]。在废水处理领

域，低浓度 CH4利用存在技术瓶颈。工业领域的

N2O减排技术路线相对明确，治理设备和催化剂的

研发与应用是关键。含氟气体替代技术相对成熟，

但在设备改造成本、技术标准统一、工业品全生命

周期管理、产业链重构方面受到较大约束。

不同技术在减排效率、应用成本、推广条件上

存在差异，带来分化的研发需求，影响相应减排潜

力的量化评估。减排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扩散以及相

关的资金支持机制也影响应用潜力提升[53]。此外，

生物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过程具有显著的非

线性特征，技术干预效果受到生态系统类型、管理

方式、环境条件的显著影响[54~56]。现有研究对不同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与成本量化的估计结

果差异较大，主要源于对技术与措施减排的效能及

适用边界认识不足[39]。此外，各种减排技术缺乏全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评估，在特定环节实现减排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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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能引入额外的能源资源消耗或间接排放，而相

关影响尚未得到系统性量化[19,57]。

（四）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路径与治理策略

选择最优的减排路径与治理策略是科学制定减

排目标和政策组合的重要基础。现有研究和治理实

践多以单气体、单部门为对象，而多目标约束下的

路径模拟与优化不足，难以全面刻画多气体减排之

间的协同与权衡关系，使多气体协同减排面临复杂

的耦合与路径模拟问题。

在评价框架、模型方法、不确定性处理等方

面，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量化评估

结果对模型假设、参数设定等高度敏感。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减排路径通常涉及农业、废弃物、工业

过程的结构性转型，实施效果难以线性外推，模型

参数不确定性较高。在更大范围内甚至全球尺度

上，不同研究的CH4、N4O减排潜力预测结果差异

显著，全球尺度的波动幅度为 40%~58%，直接影

响不同温室气体的排放空间／预算分配和治理成本

判断[39]。同时，排放因子、活动水平等基础数据的

不确定性，“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核算方法之间

的系统性差异，都放大了路径与政策评估的不确定

性。例如，农业土壤N2O排放因子提高50%可导致

总排放估算增加约10%[58]。另一方面，现有模型对

多气体交互效应和系统反馈刻画不足，充分纳入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也

显缺乏。CH4、N2O与气溶胶等组分之间存在复杂

的化学和气候交互作用，如CH4影响对流层臭氧和

水汽进而改变辐射强迫水平；若模型未能充分耦合

这些非线性过程，可能误判不同减排路径的气候效

应、成本效益、潜在风险[19]。此外，多数模型依赖

较旧的技术数据，缺乏全面的不确定性分析能力，

不利于维持评估结果的稳健性。

整体来看，经济社会影响评估不足、多维风险

及收益不明，制约了减排技术与潜力的政策转化。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对粮食安全、能源安

全、产业链稳定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相关经

济社会效应未纳入现有评估框架，导致政策效果和

潜在风险难以进行量化比较。特别是各地区、各行

业差异很大，如在农业等重点领域，监测与核算成

本高昂、基线确定困难，使基于排放绩效的政策工

具在推广时面临障碍[59]。因此，非二氧化碳温室气

体减排路径与治理策略需要综合考虑生态环境、粮

食安全、能源安全、人类健康的协同效应，明确长

期减缓目标中的角色与优先级。

四、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系统治理

构思

（一）系统治理需求与原则

在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下，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不再是单一气体或单一部门的

问题，而是涉及排放认知、过程机理、系统耦合、

政策响应的综合性议题。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治理与农业生产、能源开发、工业体系、城乡发展

高度耦合，涉及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能源、工业

等多个部门。然而，现有研究和治理实践存在认知

断层、方法不足的情况。气候政策体系仍以碳减排

为焦点，针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治理措施

相对分散，跨部门协调机制、系统性政策工具尚未

健全[7]，战略定位、目标设定、实施路径缺乏系统

性的方案，难以推动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协同减

排[60]。有必要超出单一气候目标，明确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的气候行动、

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发展等政策定

位，遵循系统统筹、协同推进、分阶段实施、科技

驱动的基本原则，构建统一的治理框架，列入“双

碳”行动目标与政策体系，支撑控制行动的系统

推进。

（二）治理总体架构与目标

对于人为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应

坚持系统思维与协同导向，将之纳入国家“双碳”

战略整体框架，统筹并协调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

部、短期与长远、政府与市场四方面关系。阶段推

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科学设定减排目标并量化减

排空间，细化行业和区域尺度的减排任务，在国家

层面负责顶层设计与总体目标，在区域层面因地制

宜制定差异化方案，在行业层面推动能源、农业、

工业、废弃物等重点领域落实减排路径，强化科技

创新与政策机制的“双轮”驱动，构建“一体、两

翼、三层架构、四类支撑”的总体治理框架（见

图 2）。推动形成目标清晰、路径科学、机制健全、

支撑有力的系统治理格局，有效提升全经济范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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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气体排放整体治理效率与治理能力，确保经济社

会安全发展。

提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战略目标的

构思如下。① 近期（2026—2035 年），“十五五”

时期统筹推进CO2与非二氧化碳两类温室气体的减

排，以CO2达峰为核心目标，同步建设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重点行业减排试点和监测核算体系，推动

尽早实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总体达峰；“十

六五”时期各类气体进入较为稳定的平台期，支持

实现 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② 中期（2036—

2050年），推动非二氧化碳与CO2排放的并行控制，

形成覆盖全国的系统性政策框架和市场激励机制，

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稳步下降，2045年

左右进入快速下降通道。③ 远期（2051—2060年），

依托技术突破和制度完善，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

体排放进入深度减排阶段，为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

标提供关键支撑。

（三）一体化协同治理策略

构建系统联动、相互支撑的治理策略，实现多

气体协同、减污降碳协同、社会经济协同、国内治

理与全球治理协同，是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系

统治理落地的关键内容，需要采用一体化协同管控

机制。

1.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的行业内及行业间

协同

不同温室气体虽在排放来源、物理化学特性、

减排路径方面存在差异，但相应的监测体系、治理

技术、政策工具仍有良好的协同潜力。统一规划监

测网络和核算体系，可实现多种气体的同步监测与

综合评估，提高关联行业内部及行业间的治理效率

并降低实施成本。农业、工业、废弃物处理等重点

领域的内部协同潜力尤为突出，具有多种气体协同

减排甚至跨行业协同减排的可行性。例如，农业活

动、废弃物处理领域减排需要注意CH4、N2O减排

AI赋能

AI赋能

排放监测与
核算方法

管控
要素

管控
要素

管控
要素

全球气候
治理协同

管控
要素

国家

区域

行业

近期

中期

远期

目标翼维度翼

全部门

全链条

全气体

排放过程与
形成机理

减排与资源化利用
技术及措施

减排路径与
治理策略

行业性
协同

   减污
降碳协同

能源
活动

工业
生产
过程

农业
活动

废弃物
处理

源头
管控

过程
管控

全气体

含氟
气体

CH4 N2O

资源化
利用

末端
治理

Non-CO2

GHGs
社会经济
发展协同

图2　总体治理思路与一体化协同架构示意图
注：Non-CO2 GHGs表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AI表示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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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一些生产方式调整和工艺优化措施可同时

降低CH4、N2O排放[22]；油气全产业链均有CH4产

生，需要开展协同管控。

2.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与减污降碳任务

协同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与CO2及传统大气污染物

（不同气体间）在排放源、治理路径方面高度重叠，

为减污降碳协同提供了现实基础。煤炭产业链上游

开采产生大量的CH4，下游的燃煤发电是CO2排放的

重要来源。制冷、化工行业的技术升级可在减少含

氟气体排放的同时提升系统的能效。统筹CO2与非

二氧化碳减排，有助于避免不同气体管控之间的结

构性失衡，支持整体脱碳效率提升。同时，CH4减

排有利于减轻近地面臭氧污染，如油气领域可以兼

顾CH4与挥发性有机物的协同减排。通过在统一框

架下设计跨气体减排标准和评估体系，实施综合性

减排措施，可协同推进温室气体减排与环境质量改

善，避免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治理与减污降碳工

作“割裂”处理。能源系统低碳转型、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生物质能源发展等措施，均有降低污染物

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效应，应作为重点推进方向。

3.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协同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与粮食安全、能

源安全、产业竞争力等发展目标耦合，应在系统评

估的基础上开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推进，促进

气体资源化利用和减排产业化。农业、能源、工业

过程、废弃物处理是重点排放领域，相应减排路径

设计需充分考虑区域发展阶段、经济安全、产业承

载能力等政策目标，防止简单化管控引发系统性风

险。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也需要统筹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协同效应及权衡关系。设计差异化政策、

推动产业转型、建设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减排与资

源化利用、产业升级相结合，壮大绿色低碳产业，

在降低治理成本的同时释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4.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治理与全球气候治理

协同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议题与全球气候

治理进程密切关联，统筹国内管控与国际气候谈

判、强化自主性议题的设置能力，有助于提升我国

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巴黎

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各国将

所有经济部门、全部类型温室气体纳入国家行动与

报告范围，依据“最佳可得的科学知识”采取削减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通过“强化透明

度框架”机制来确保自主贡献目标的可靠落实。发

达国家在核算方法学、国际标准制定、模型工具开

发等方面仍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在 IPCC方法学讨

论、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参与深度和影响力有待提

升。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推动具有中国特色

的排放核算方法和治理实践转化为国际规则，积极

参与国际标准和方法学制定，以增强我国减排成果

的国际认可度，为全球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治理贡

献新方案、新路径、新模式。

（四）AI赋能治理路径创新

AI技术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提供治

理路径创新工具，是提升治理精度、效率与前瞻性

的关键支撑。以AI赋能排放监测、情景预测、技

术筛选、政策评估，可强化数据整合能力和模型表

达能力，推动实时演化型知识治理，支持多目标约

束下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系统治理的范式

创新。

1. AI赋能排放监测与近实时核算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源分散且变化频繁，

传统的统计与报告方式不适应精细化治理的需求。

应用AI技术，融合“自上而下”的卫星遥感数据、

“自下而上”的清单和现场监测数据，支持构建多

尺度、近实时的排放监测体系[61]。应用机器学习和

计算机视觉方法（如异常检测、物理信息神经网

络），对遥感影像进行自动识别和异常检测，高效

定位CH4等气体的高排放点源和“超级”排放源，

提升核算时效性和监管针对性。AI赋能的实时监测

网络与区块链存证技术将促进排放数据生产主体多

元化，故卫星遥感运营商、工业互联网平台、第三

方算法服务商成为新型治理节点。

2. AI赋能减排技术筛选与成熟度评估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与大模型技术，由AI系统

挖掘科研文献、专利数据库、工程实践数据，快速

识别不同行业的关键减排技术及其发展趋势。应用

深度学习模型，实时抓取专利、价格等数据信息，

预测特定技术路径的市场渗透轨迹与减排成本拐

点，将知识更新周期从数年缩短至季度。引入多目

标优化算法和预测性分析，由AI系统分析技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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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潜力、经济成本、成熟度水平，为不同区域和应

用场景提供减排技术优选方案。面向待突破的技术

瓶颈，建立自动化机器学习辅助识别能力，为技术

研发和产业化布局提供决策支持。

3. AI赋能排放预测、情景模拟与政策评估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演化具有显著的非线

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的情景分析方法难以全面刻画

这个复杂的反馈过程。应用AI技术学习历史排放、

经济活动、政策实施等数据信息，构建数据驱动的

排放预测模型，提高中长期情景分析的精度[62]。引

入因果推断与结构因果模型，应用数字孪生、强化

学习等方法构建虚拟仿真系统，模拟不同政策组合

和技术路径的排放响应，优化多目标约束条件下的

路径选择，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及潜在风险[63]。通过

制度设计，分级选用AI输出结果，将高置信度输

出纳入监管决策、中置信度结果触发靶向监测验

证、低置信度信号作为风险预警备案，化解技术不

确定性与治理确定性需求之间的冲突。

4. AI赋能温室气体治理体系的协同与融合

AI技术应用至CO2、非二氧化碳减排具有共通

性，但后者的排放更为分散且有间歇性特征，对AI

的广域监测、异常识别、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提出

更高的要求。构建涵盖多气体的一体化大数据平

台、云计算底座，融合可解释AI、复杂网络分析、

元学习等技术，开展多气体协同分析与治理，为构

建智能化、系统化的温室气体治理体系提供技术支

撑。在知识生产、治理主体关系层面，AI技术解构

传统的“中心 ‒ 边缘”监管架构，催生分布式智能

协同新范式，形成“多源数据交叉验证 ‒ 智能合约

自动执行 ‒ 异常信号即时响应”的扁平化架构，重

新界定管理部门、市场、社会的权责边界。

此外，随着技术应用的深入，审慎评估AI在

温室气体治理中的应用边界（数据、算力、成本约

束）和潜在风险。例如，对于AI赋能温室气体排

放清单编制而言：① 在数据层面，卫星遥感反演受

地面验证站点分布制约，中西部地区的观测网络稀

疏易引发系统性偏差；② 在算法层面，排放数据的

算法加工可能放大系统性偏见，深度学习模型的

“黑箱”特性与MRV体系透明度要求存在冲突，需

强化可解释性以支撑第三方核查；③ 在识别层面，

若训练数据过度覆盖大型排放源，会导致小型分散

源的识别盲区，CH4等气体的“超级”排放源监测

易受气象与地表条件干扰，需结合人工复核以平衡

查全率与查准率；④ 在合规层面，高分辨率监测涉

及企业敏感信息，应建立数据分级分类与脱敏管理

规范。为此，在AI技术应用的过程中，需建立监

管规则，防范控制伦理风险，构建人机协同的校验

机制，筑牢数据质量保障体系。

五、相关建议

人为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是环境、

气候、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新挑战和重要任务。科学

推进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将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排放管控系统性纳入国家气候治理框架，

事关我国温室气体减排与气候治理进程、绿色科技

竞争、新兴产业培育、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实施

这类排放管控，应立足长远、着眼国际国内两方

面，以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经济社会稳定为底线约束，筑牢科技支撑，通过技

术、管理、制度创新协同，推动从控制排放转向系

统减排、协同增效，构建适应国情的系统治理生态

体系。

（一）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

统筹温室气体减排与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将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控排全面纳入国家“双碳”战略

整体框架，由相关管理部门协同谋划“十五五”以

及更长时期的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减排顶层设计。

研究和制定指导性文件，统筹全温室气体减排时

序、重点区域和行业以及相应的路径，明确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治理目标、原则、阶段性重点任

务、实施路线，形成“自上而下”、分级分类推进

的治理框架与监督考核机制。结合行业当前实际与

后续规划，制定行业性差异化管控行动方案，明确

管理部门管控责任，实施重点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的管控工作。有序部署专项行动计划，协调跨区

域、跨部门治理矛盾，消除各类气体减排政策碎片

化与路径冲突，追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整体性推

进管控工作。依据先易后难、统筹协调原则，将资

源化利用规划置于优先位置，提供政策倾斜、引导

资源配置，优先在技术成熟、经济性较好的行业实

施有效减排。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分解目标任务、

制定实施细则、推动区域协同，选取典型地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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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示范。借鉴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经验，建立跨省份的温室气体联合监测与

执法响应机制。建立包括技术规范、产品标准、检

测认证、安全管理在内的标准体系，分层次推进各

类标准，为产业发展和市场监管提供支撑。

（二）强化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

以“十五五”时期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重

大工程项目布局为牵引，围绕排放机理、监测核

算、协同减排、资源化利用等重点方向，加强基础

研究、关键技术装备攻关与工程应用示范。科学布

局面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重大科技任务、

工程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完善管控

理论、技术、方法、数据支撑。重点攻关低成本高

效率减排技术、智能化监测仪器设备、资源化利用

工艺，构建面向全球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

络。推动AI赋能排放识别、动态监测、预测评估、

政策模拟，深化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智能传感

等技术在泄漏检测、排放预警、气体回收与资源化

利用等场景中的应用。建设自主可控的数据基础设

施与支撑体系、全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库和工程技术发展动态监测系统，提高相关数据的

规范化、透明化、共享化水平，为政策制定与评估

提供可靠支撑。依托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聚集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优势资源，形成“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关键技术工程转化与规模

化应用。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相关的专业

性人才培养，推进减排技术创新联盟等学术共同体

建设。

（三）激发市场活力与产业创新

健全市场化机制和经济金融工具，探索将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全面纳入碳市场或与碳市场衔接的

激励机制，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优化

基于GWP的当量折算机制，使减排CH4、N2O、含

氟气体的行为能够获得更加突出的碳信用收益。健

全强制性温室气体信息披露制度，将非二氧化碳温

室气体排放信息纳入上市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报告体系，统一核算方法和认证机制，减少企业

合规成本并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推动全面温室气体

减排理念融入重点产业规划、项目审批、企业运营

的全过程。强化绿色金融支持和商业模式创新，引

导金融资源向减排与资源化利用领域集聚，有效降

低项目融资成本。实施科学普及宣传，推动协同减

排理念向产业链和消费端延伸，形成低碳产品需求

的牵引效应。发挥相关行业协会的“桥梁”作用，

组织龙头企业率先实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开展供应链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试点。建立排放管

控的综合效益评估体系，开发效益评估工具和新方

法，以权威数据库和信息平台的方式，为利益相关

方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信息支撑，引导企业因地制

宜开展减排。

（四）布局全球议程与国际合作

统筹国内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与全球

气候治理进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减排议程，提升我国在相关国际规则

和标准制定中的参与度。提高在 IPCC、国际标准

化组织中的方法学贡献度，推动我国经验和核算体

系的国际转化。倡导建立全球气候科技合作机制、

全球性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合作组织，推动减

排技术标准互认、研发成果共享、人才交流培养等

务实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国际创新网络。参照全

球碳项目运行模式，建立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开

放性国际科学数据库、全球范围清单数据库平台、

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机制，为各国政策制定、技

术选择、效果评估提供科学依据。深化与主要排放

国、技术先进国家在监测、核算、减排技术方面的

双边和多边合作，构建开放务实的国际协作网络。

依托“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平台，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适用的技术和治理经验，支持提升减排能

力。推动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纳入更多的国

际合作机制，增强我国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治理

中的全球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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